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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需注明出处

  

《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 第2期（2004）： 

 

科学与人文 

 

科学与伦理学：人类价值的重建 

                        

董光璧[①] 

             

 

提要 面对当代全球性的各种危机，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把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科学技术的过度发展，因而主张限

制科学的发展速度。另一种观点则将之归结为道德理想的沦丧，因而强调加强伦理学建设。其实，既不是科学发展的过度，也不是

人类道德水平的倒退，而是文化异化的历史表现。本文试图依据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结构，论证文化进化中的理性重建和当代理性

重建的任务。以下四个基本观点将特别被强调：（1）人类生存在自然与文化的夹缝中，观念的重建是文化进化的基本机制：

（2）人类文明进步总是基于文化的保持和改善，并且一直受到科学创造和道德理想两个源泉的滋养；（3）历史上人类生活在自

然崇拜和自然恐惧的张力之中，而当今的人类生活在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的张力之中；（4）科学理性的提升需要引进价值观念，

而伦理价值的完善需要引进规律观念。 

 

  人类社会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直在科学和道德两个源泉的滋养下成长，因为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包括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两

个互补的方面。背离规律性的目的只不过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空想，而没有高尚目的驾驶的规律无益于人生。为合规律性提供基础

的是科学研究，而为合目的性提供方向的则是伦理学研究。科学与伦理学通常是相对独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这两者总是相互影响

的。当涉及历史的和心理的动力时，科学理性总是需要以道德理想为基础；而在涉及规范的实现时，道德理想则不得不依赖科学理

性为手段。这是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历史事实。 

    当代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在文化系统进行观念重建加以消解。不断发展着的科学为人类行为的合规律性画

了一个大样：一个不断膨胀的宇宙演化出包括太阳和地球在内的诸多天体，地球上繁衍出生机昂然的众多生命，生命进化出万物之

灵的人类，人类的智慧之花又发展出壮丽的文化。人类的故事只不过是整个宇宙故事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既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的

人类就生活在自然与文化的夹缝之中，一切善恶之性就根源于人类的这种二重性。确认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是我们理解生存意义的

基础，是我们一切思考和行动的根据，也是我们处理科学和论理学的大前提。 

 

一 大文化视野中的科学与伦理学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大文化概念，“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它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人类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

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因而也可以说文化是自然演化的延续。对于人类来说，自然是其生存条件，文化是其生存方式，因而人类既

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处在自然和文化夹缝中的人类，其一切认识都必然受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的制约，任何认识都不具有绝对的

和终极的真理地位。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科学和伦理学，也是随着文化的进化而进步的。 

    按照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意见，文化由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组成 [怀特，1988]。我们还可

以继续细分，把技术区分为操作物体的自然技术、操作人类行为的社会技术和操作概念的思维技术，把制度区分为政治制度、经济

制度和社团制度，把观念区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我们讨论的科学和伦理学都属于这大文化中的观念文化子系统，



科学属于观念文化的理性类，而伦理学则属于观念文化的价值类。 

    按照广义进化论的观点，文化系统也应是进化的。社会人类学把文化的进化区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蒙昧时代几十万

年，野蛮时代几万年，而文明时代迄今还只有几千年。一定规模的人群总是要在人与自然和人与文化两种基本关系中生存并发展各

自的文明。关于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lnold Joseph Toynbee）强调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

法则支配[②]，而同样是英国历史学家的韦尔斯（Herbert Ceorge Wells）又认为文明的演化根源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③]。不利的

自然环境或文化环境有时会构成对生存的“挑战”，因而人们不得不发挥其潜在的创造力而作出某种“应战”。在挑战和应战中产

生的诸多文明，通过彼此之间冲突和融合的复杂相互作用而发展。 

    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系统，其演化决定于本身的变异和环境的选择。文化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变异，通

过作为文化系统之环境的自然界的选择，往往表现为某个子系统主导整个文化系统。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表明，作为人类生存方

式的文化系统的演化，经历了技术主导文化系统和制度主导文化系统两个时期，它们大体对应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当代正在走

向观念主导文化系统的时期，它将表现为一种新的文明——以科学技术产业兴起为特征的科业文明[④]。在技术主导文化系统的农

业文明时期，各文化子系统相对重要性的排序为技术、制度和观念，在制度主导文化系统的工业文明时期这种排序为制度、观念和

技术，而未来的科业文明则将按观念、技术和制度排序（见下表）。 

 

三种文明类型之比较 

 

    在技术主导文化系统的时期，技术系统是由自然技术主导的，制度系统是由政治制度主导的，观念系统是由信仰观念主导的，由

自然技术、政治制度和信仰观念构成的主导文化群表现为农业文明的特征。在制度主导文化系统的时期，技术系统是由社会技术主

导的，制度系统是由经济制度主导的，观念系统是由理性观念主导的，由社会技术、经济制度和理性观念构成的主导文化群表现为

工业文明的特征。当代世界正在走向观念主导文化系统的时期，思维技术正在走向主导技术系统的地位，社团制度正在走向主导制

度系统的地位，价值观念正在走向主导观念系统的地位，思维技术、社团制度和价值观念将构成一个主导文化群并表现为未来的科

业文明的特征。 

    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进化的图景表明，这种大文化系统
中的观念子系统，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是历史地变化着
的。在农业文明时代它居第三位，在工业文明时代它居第二
位，在未来的科业文明中它将居第一位。当代社会正处在一个
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文化演进的历史已经进到观念主导文化系
统的新历史时期。这新历史时期的主导文化群由思维技术、社
团制度和价值观念构成。这不仅意味着观念在文化系统中的头
等重要性，而且还意味着作为理性代表的科学与作为价值代表
的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成为头等重要的论题。 
 

二 文明中的文化异化和观念重建 

 

    人类文明演化中最基本的规律性表现为文化异化和观念重建。这里的所谓“文化异化”指文化对于人的异化，即人类本为图生存

而创造的文化反而危及其生存。文化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即人类以反抗自然求生存。由于人类兼具自然与文化的二重性，文化的反

自然也必然殃及人的自然。文化的人是观念的，而自然的人是感性的。所谓文化异化，其实即观念对感性的偏离。观念作为人对待

自然和社会的态度总是社会的，因而称之为“社会观念”。所以，文化的异化亦即社会观念对人的自然感性的偏离。消解文化异化

的途径是克服社会观念对人的自然感性的偏离，而这种克服就是我们常说的“超越” [成复旺， 1992]。 

    生活在自然和文化夹缝中的人类，站在文化立场的超越有两种选择，或者是“超越自我”或者是“超越客观”。超越自我是自我

制约人的自然感性，以使自己适应现实世界。超越客观是改造客观的自然和社会，使之适合于人之自然感性的需要。超越自我是一

种内向的走向，试图回到主观的自我实现。而超越客观是一种外向的走向，试图通过观念重建以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显然超越自我

包含着消极的因素，彻底的超越自我必然沦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观念的奴隶，而超越客观则完全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文化异化和观念重建是文化进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至少已有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观念重建。在德国精神病医

生和哲学家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 [Jaspers, 1949]，即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五百年间，

克服文化异化的观念重建是信仰取代巫史主导观念系统。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时期，即公元15世纪至17世纪的

大约三百年间，克服文化异化的观念重建是理性取代信仰主导文化系统。这先后两次观念重建可以分别称之为信仰重建和理性重

建。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其《权力意志》[Nietzsche, 1968]中所强调的那样，既然人类是自然

的偶然产物，又因偶然的生存条件而形成了一种偶然的认识方式，那么任何认识都不具有绝对的和终极的真理地位。面对全球性的

新的文化异化，新的观念重建似乎已经开始，一些学者在谈论新轴心时代。 

    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大规模的战乱、意识形态的对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全球的自然环境恶化、地球村的南穷北富、四处肆

虐的恐怖活动等诸多全球性的问题，构成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对人类的严重异化。当代的文化异化可以区分为两大方

文明类型 技术 制度 观念 

技术主导型（农业文明） 自然技术 政治制度 信仰观念 

制度主导型（工业文明） 社会技术 经济制度 理性观念 

观念主导型（科业文明） 思维技术 社团制度 价值观念 



面：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二是人与文化关系的异化。作为自然进化结果之一的人类只能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并且只能生活

在这产生它的自然界中，不论是以战争还是工业以及其他什么方式造成的对自然界的损害，都是在破坏人类的生存基础。作为人类

生存方式的文化，一切有害自由的举措，不管是技术的、制度的还是观念的，都在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 

    现代技术的发展已使人类陷入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不能须臾离开现代技术而生活，另一方面我们又对之深感恐惧。

在对待原子能、智能机器人、体细胞克隆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领域的诸多争论表明，技术崇拜与技术恐惧并存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

象。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也可以是推动文明沿着有利于人类方的向前进的一种心理动力。从初民时代的自然崇

拜和自然恐惧进入科学时代的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是人类文化进化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在自然科学揭开大自然神秘面纱并从

而消除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不安的同时，也使人类在其所衍生的现代技术面前产生了新的技术恐惧。但我相信一切技术恐惧都必将随

着人们对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而相继被消除。 

    但科学在当代却遭受来自两个方面的毁誉：一方面有一种反科学的人文思潮把战争的残酷、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都归罪于科

学以反对所谓的“科学霸权”，另一方面有披着科学外衣推销其私货的各种伪科学玷污科学的名誉。这些毁誉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

科学的社会危机，它根源于文化发展中的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不协调。 

 

三 两种文化与当代观念重建的途径 

 

    观念重建最关键的事实是两种文化的并存。在20世纪中叶英国物理学家和作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提出科学和人文

“两种文化”的观念 [斯诺，1987]，而在20世纪末陈方正又把斯诺的两种文化概念推广到雅斯培的经典“轴心时代”，论证了更

具普适性的两种文化并存[⑤]。两种文化的并存和竞争正是观念重建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说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

产生工业文明的条件，那么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将是产生未来新文明的条件[⑥]。百余年来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尝

试，诸如超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等等，似乎都没有以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的融合作为出发点，这或许是计划经济的

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时期农耕文化的典型，它应该作为在创造科业文明中与工业文化并存竞争的文化因素加以关注。其实早

在斯诺提出两种文化概念之前，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就通过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重建指出了方向。他的人类精神

四级境界说 [冯友兰，1943]，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提出了一个成就道德并超越道德的价值重建方案。

按照四级境界说，自然境界是人对自己的行为不甚自觉的精神状态，功利境界是自觉的利己主义精神状态，道德境界是自觉作为社

会一员的精神状态，而天地境界则是一种自觉作宇宙一员的精神状态。这天地境界的超越道德的价值，是一种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客

观的精神境界。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满怀“温情和敬意”的中国历史学家钱穆在晚年也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之归

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钱穆，1987]。 

    在经典轴心时代的中国，殷周以来的思想观念经历了一次观念的重建。人格神的“天命”观转向理性的“天道”观，亦即“主宰

之天”开始走向自然化和人文化。这种理性重建区分了“天道”和“人道”，子产、老子和孔子先后倡导人道要遵循天道和顺应自

然的“则天说”，子思和孟子相继阐明了人类要参与并帮助自然演化的“助天说”，荀子提出人类要依据自然规律驾御自然的“制

天说”。遂有“人性”和“物理”的分途而治，“生成论”、“感应论”、“循环论”等宇宙秩序原理亦被提出，为中国传统科学

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理性的哲学基础。 

    当然对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已经讨论将近一个世纪，而迄今也还没有取得基本的共识 [刘钝、王扬宗，2002]。但是在

追溯历史的意义上，每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其科学成分的源和流，这点大体上也是不会错的。近百年来的科学史研究表

明，我们当今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而且其形成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文明融合过程，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技术文

化和精神文化的间接影响。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形成作为整体的“科学”概念，也很少有专业的“科学家”，但仍然可以理出其中涉及科学技术的某

些较为一致的思想倾向。《大学》的八字方针，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提倡由知进善。《中庸》的赞天地之化育，强调天道与人道的

统一。这些先秦时期思想的尔后发展是有脉络可寻的，我曾经将其形成特点概括为：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自然与人文统

体的学问观、归纳与演绎结合的治学方法论、求理与致用并重的学术目的论 [董光璧，1994]。遗憾的是宋代以后中国在观念重建

方面的努力越来越偏向于内向的自我超越方向 [姜生、汤伟侠，2002]。 

    人类即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反抗这个世界，也就是既不能超越这个世界又要超越这个世界，这就是人类的终极悲剧。但为了超越

所进行的一切反抗都是进取的过程，是发挥潜在创造力的过程，是壮丽的宇宙故事的一幕。 

 

四 价值已成为当代观念重建的焦点 

 

    价值概念源于经济学，后来被引入伦理学，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价值属于世界关系范畴，而世界的关系性质可以区分为三

种，即客体内部性质或客体之间的、生物感官与客体之间的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属于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和偏好与客体对主体

的效用和满足的关系性质。一般认为价值概念的本质充分表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它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尺度的一种关系。 

    正是在价值判断问题上科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并形成功利主义的科学价值观和唯美主义的人文观的极端对立。居当代科学价值

观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科学价值观，其主要特征是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把科学看作一种实现目的之手段而不在于获取知识，立

足于科学外部，以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作用的观点，考察科学的动力、目的和价值。作为人文价值观极端形式的唯美主义，按照

德国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阐述的基本观点，它以审美现象作为生存

的充足理由，强调生命本身是非道德的、非功利的、非理性的和非科学的，认为宗教、道德、哲学和科学都是人类的颓废形式，只

有艺术才是人生的形而上根据。 



    科学的主旨在于认识和发现规律，但它的发展却取决于两种价值观的相互作用。一种是科学发展本身所要求的价值观，一种是维

持一个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观。当今世界几乎每个人都在倾听科学技术前进的脚步声，然而却有两种极端的回应。一部分人欢呼而另

一部分人诅咒，有些人担心科学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失落，而有些人又为科学无限制的发展忧虑。人类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况之

中，或者说处于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的张力之中。如果科学以积极的态度回应来自社会的现实挑战，它就应该将其社会运用包括在

研究过程之中，就应该把技术预测作为自己重要任务，就应该以价值理性补充自己行为规范。传统的科学理性要素主要由逻辑、数

学和实验三种成份构成，现在必须把价值作为新的理性要素加入其中。逻辑理性是思维清明的保障条件，数学理性是提高知识精确

性的手段，实验理性是确认知识可靠性的基础，而价值理性则是为避免科学社会运用的恶果而提出的一种规范。因此，在科学推理

的逻辑格式中，除规律陈述集Li和条件描述集Ci而外，也要引入价值选择集Vi作为推理前提之一。 

    伦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去发现那些有助于人类进步的道德规范，以作为人们选择正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基础。现代伦理学理论的

两个极端是目的论的伦理学和义务论的伦理学，前者主张善优先于正当，后者则主张正当优先于善，而在现实的伦理规则建立中则

往往需要两者的适当结合。目的伦理学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理论，它把善或目的定义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个行为的正当

与否由其是否能产生最大的善或最优的结构来判断。义务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理论，认为行为的正当与否与善无关，伦理学上

的正当的行为可以从一种义务或一种基本人权中推导出来，人的行为应该遵从那些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准则，而不必考虑其善与恶的

结果。科学与道德行为的评价的关系极易被忽视，人们往往是强调科学与伦理的独立性，而忘掉了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包括合目的性

和合规律性两个方面。伦理学判断虽然没有科学判断那样的客观性，但它能够而且应当是建立在合乎理性的道德原则和经过细致推

理的论据之上。道德推理的逻辑格式，除道德准则集Ri、条件描述集Ci和情景关系集Cir外，规律陈述集Li也应作为前提包括在其

中。 

    虽然描述事实和关系的科学陈述不能产生伦理的准则，但是逻辑思维和经验知识却能使伦理准则合乎理性。尽管道德理想不能导

致科学原理的提出，但道德自律却能使科学的社会运用造福人类。随着价值理性逐渐成为科学规范的重要成份，未来的新科学必将

把合乎道德作为其为最高目标。随着伦理学引入规律观念，人的道德理想将能够不顾情感的阻碍而被理性所实现。当代所面对的道

德疑难将通过价值重建而消解。 

 

后记：本文曾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香港，2002年12月）上宣读过，此处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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